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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义革命与政治发展研究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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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引言 

    政治发展研究有明确的对象和范围，即它是关于第三世界国家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过程中政

治变迁方面的研究。它又是当代西方政治学中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其鼎盛时期，比较政治学的

课程设置、内容安排、分析架构、基本概念、研究重点几乎都围绕着政治发展而展开，以致任何比较政治

研究若不谈政治发展理论都被视为一种不可原谅的缺陷。 

    然而，政治发展研究不是凭空产生的，作为一种对当代政治生活和政治研究发生过广泛影响的理论，

它需要许多条件。中国学者较多地关注战后地缘政治的新格局对于打破比较政治学者的地域局限，程度不

同地改变当代政治研究的理论趣味的意义，指出大国政治决策集团出于其特殊的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利

益而大力扶持政治发展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政治发展研究的动力，决定了政治发展研究的范

围、目标、深度和问题。这是很正确的。但是，对于理论本身的发展，或者如一些西方政治学者所称的

“元理论”（关于理论的理论）的变革与政治发展研究的关系似乎注意得还不够。事实上，本世纪前半叶

西方政治学中一个划时代的变革——行为主义革命是政治发展研究兴起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没有行为

主义革命，奠基于科学方法论原则之上的跨学科研究和新理论分析模式就无从谈起——正是它们为政治发

展理论的面世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性资源和理论创新的契机。因此，对政治学的发展做一粗略的回顾，对于

从理论自身演变的线索来把握政治发展理论的归属和特征是必要的。这是本文的目的。顺便要指出的是，

行为主义自身的缺陷也是政治发展研究由盛转衰的一个原因，所以不久又有后行为主义面世以图匡补。 

        2.传统政治学的危机与行为主义革命的到来 

    在西方政治学中，规范研究（Normative）与实证研究（Empirical）是两种意函悬殊、风格迥异的理

论法。从政治学史的角度看，规范研究源远流长，而实证研究，作为一个学派，不过是20世纪初的事。规

范研究是古典政治学的生命，没有规范研究，政治学说史上的先哲们所构建的宏大的思想体系便成为毫无

意义的语言堆积，而以对规范理论的批判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也将失去学术上的合法性。 

    政治学规范研究的传统无疑可溯至亚里士多德及其同时代的政治理论。“几乎所有的规范的政治理

论，……都试图同古典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重新取得联系。”（注：[德]克劳斯·冯·柏伊姆：《当

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4页。）作为规范研究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十分重视划分政治

体的德行标准。他认为，“依绝对公正的原则来评断，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

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注：亚里

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版，第32页。 ）这种观点源于他把政治与国家（城邦）的

终极原因归结为人的自然本性的目的论，认为，任何人和社会制度都有一个可以被发现的客观目的，这个

目的可以为规范判断提供基础。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目的是促进某种善业，成就这种善业的共同体便是合乎

道德的。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实际上给出了规范研究的方向：一个政治学家从事的活动大体是规范的活

动，这些活动包括道德、伦理和价值判断，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回答“是什么”，而是“应该是什

么”，这种“应该”绝非主观臆测，而是对本体论所承认的存在领域——所谓“客观真理”的揭示。 

    这种传统政治学大体上具有这样几个特征： 

    从研究对象看，国家以及以国家为核心的主权和法律制度是传统政治学关注的基本内容。马克斯·韦

伯认为，“国家是（卓有成效地）要求自己在一定领土范围内合法地垄断有形暴力的唯一源泉。因此对于

我们来说，政治乃是力求在国家之间或在一国之内的诸群体间分享权力或力求影响权力的分配。”（注：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 H.Gerth and C.Wright eds.,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

6, P.28）权力的统一性、 领土的统一性和人民的统一性在传统政治学中完整地构成国家的三要素。但

前者被赋予更为重要的地位，被视为国家的根本属性。它是一种高于个人并使个人负有义务的绝对的永久

的权威，布丹及以后的政治学家把它称为主权。国家这个“主权者”在主流学派——自然法学派那里既是

契约的产物，也是契约的监护神，它体现为普遍的法律秩序。要认识国家，不能不研究它的法律制度。因

此，19世纪以前的政治学又往往被称为“国家之学”、“权力之学”或“政制之学”。 

    从研究途径看，传统政治学使用的主要方法是哲学的、历史的、法律的和制度的。这和古典政治学的

风格是一脉相承的。传统政治学学者和古典政治学学者都是一些试图用关于普遍正义的政治秩序的知识来

描述、解释、概括有关政治事物本质的“哲学作家”，他们的教育背景、理论素养、学术偏好首先不在于

政治学，而在于哲学。哲学是那个时代知识体系的王冠，而政治学不过是他们运用哲学的框架分析政治原

因，规划政治现实的副产品。    按照政治学家埃里克·弗格林（EricVoegelin）的说法，一种政治

理论要上升到哲学原则，即作为政治哲学，它“必须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的理论”。（注：Eric Voegelin,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P.1）从马基雅维

利、霍布斯、洛克到托克维尔，哲学、历史与政治的结合这个传统已经超越了一般方法论的意义，成为近

代政治学不能与之告别的源泉。19世纪美国政治学界流行的格言就是这样说的：“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

治是现在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实际上采用了同样的研究方法。”（注：[美]艾伦·C.艾

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页。）至于法律的和制度的方法，它们

在传统政治学的基本研究内容的规范下，把政治学还原为对制度和法律法典的研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一种主流的研究方法不仅反映一个时代的学术动向，反映一个时代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主要关系以及作

为其制约基础的社会分化程度，反过来又对学科的发展及其形态施予巨大影响。传统政治学的第三个特

征——学科边界的模糊性正是由19世纪以前盛行的这种哲学的、历史的、法律的、制度的研究方法决定

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在政治学者眼中无疑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哲学王”的构想成为后世精英主义政

治魂牵梦萦的大境界，但在文学家看来，它是优美的散文，在哲学家看来，它是智者的沉思，伦理学家把

它视为美德即知识的证明，而历史学家相信它是城邦生活史料的荟萃。传统政治学就是类似这样一个因包

容多种学科而模糊了自身学科特色的体系，发展到极致处，手段取代了目的，研究的方法反而成了学科的

路标。例如，历史方法的大量使用竟使19世纪的美国政治学家“基本上把政治科学视为一门历史的学

科”。（注：[美]艾伦·C.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0页。）索

尔斯坦·范布伦还曾经嘲笑试图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划出一条分线是“无益的浪费”。（注：[美]梅里

亚姆：《美国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43页） 

    传统政治学的这种治学品格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被视为理所当然，规范的理论研究成了理论研究的“规

范”，其奠基性成果以傲然的姿态引人钦羡。到政治学发源地的欧洲去学政治学，成了当年许多美国青年

学子梦寐以求的理想。可以说，美国的政治学是因着欧洲这方水土才长大的，它的早期显露出欧洲的一些

特点是很自然的。然而，学生打倒先生，恰恰是美国的逻辑。当传统政治学还陶醉在声威远播时，它的弟

子已经开始酝酿一场革命。革命是危机的产物。那么，传统政治学的危机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无力回应科学主义的挑战。19世纪中叶，工业和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宣告了“科学世纪”

的到来，随着有关自然界的知识迅速增长，人们认识到，人类社会与其周围的世界一样服从相同的物理定

律与过程，观察、归纳、演绎和试验的科学方法不但可应用于纯科学的领域，而且几乎可应用于人类思想

与行动的所有方面，这种对科学的崇拜启动了科学主义的思潮，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美国政治学界逐渐

形成一种主流的观点：一切理论都要立足于经验，由直接或间接的验证予以证实或推翻；政治学研究首先

要面对政治生活的客观事实，在研究事实的基础上形成可予验证的经验理论。这种观点直接针对的是传统

政治学的规范性特征。在经验论者看来，规范研究的方法在科学时代已经显得捉襟见肘，不合时宜了。科

学的判断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科学是“价值祛除”的。（注：[美]艾伦·C.艾萨克：《政治学：

范围与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2页。）由此而论，社会科学要成为“科学”，“只能通过

摆脱道德判断的过程或通过从道德判断中不断超脱出来的过程来达到。”（注：[美]詹姆斯·A.古尔德、

文森特·V.瑟斯比：《现代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3页。）传统政治学的“严重的局限

性”恰恰在于它不能摆脱或不能超脱价值的规制，在政治研究中往往把“政治理论和价值理论等同起

来”，从而显示出与科学主义格格不入的特质。“这种研究的方式”——伊斯顿认为它已堕落成“历史主



义”——“由于是从欧洲传统遗传给我们的，已经使政治理论丧失其早先的积极作用。”（注：[美]戴维

·伊斯顿：《政治体系》，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19、220页。）需要指出，包括伊斯顿在内的一些政

治学家在批评传统政治学的规范性特征时并不简单地否定价值规范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合理地位，但是他们

认为古典政治学奠定的规范研究方向被寄生于此的后世的政治理论家发挥到极致，既损害政治研究的科学

精神，也没有解决政治价值观与当前政治现实的关系，其结果是造成了政治学的“贫困化”。 

    第二，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不能解释可能与制度原理相悖的政治过程。伴

随着对规范性特征的批判，传统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被置于全面的检讨之中。例如国家——这个被誉为

“与政治学共始终的主题”首先受到了来自概念方面的质疑。伊斯顿认为，在以往2500年间很少有一个名

称像国家这样存在明显的分歧，沿用含义如此庞杂的概念对于一个学科来说是一种可怕的缺陷。因此他主

张“应当完全放弃国家这个名称。”（注：[美]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

103页。）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 传统政治学毕竟对国家有一个普通的说法，即以上述及的“国家三要

素说”，虽然这只是一个条件定义，而不是直接定义。然而，用“国家的三要素”（统一的领土、人口和

主权）来审察国家，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的17世纪往前溯至人类历史的早期，我们只能得出“并无任

何国家存在”的结论。（注：[美]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04—108

页。）传统政治学把国家作为它的核心研究内容，但国家的条件定义却要限制乃至取消传统政治学的研究

范围，这正是传统政治学的一个悖论。许多政治学者认为，从20世纪初起，国家越来越不能涵盖政治的极

为丰富的内容，在国家之外，大量的非正式组织如区域团体、宗教团体、种族团体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当

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对传统政治学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此外，传统政治学过于注重从制度和法律文

献上来认识和分析政治现象，没有看到在正式的政治“图式”中政治的运作可以是一个与制度原理相离甚

至相悖的过程——事实上，像团体、权力、均衡、妥协、博弈、精英人物、选择与决策、刺激与反应等等

这类动态因素可能要比静态的架构对政治的方向更有决定性的影响。总而言之，传统政治学对国家、主

权、法律制度这类“陈旧”主题所作的哲学的历史的逻辑的分析，无法让人听清政治冰层下汹涌澎湃的潮

声，这是它日益式微的另一个原因。 

    第三，自由主义政治价值的溃落。正如一些政治学者所言，不论近代以来的西方有多少种意识形态，

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只有一个，这就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充其量是要保守自由主义的成果，而激进主

义大抵是企图以激进的方式实现自由主义的原则；也不论自由主义有多少流派，在传统政治学中，它不过

是一种关于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学说，其核心思想大致可以表述为：一切价值的终极含义是满足和实现人的

个性，而国家则是满足和实现人的个性的政治形式。因此在传统政治学中，自由主义是一种用以评估现存

制度、构建理想秩序的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道德哲学，规范性研究把国家与善联系起来，这不是偶然的。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动摇了人们对这种政治价值的信心。自由主义理论家霍布豪森说：“如果说

国家就是人类的道德心，是权利和义务的唯一保卫者，是从比单纯的男人或者女人更加真实得多的意义上

讲的合乎道德的独特组织，那么为什么它没有在对外关系中建立一种道德秩序呢”（注：[英]L.T.霍布豪

斯：《形而上学的国家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 107页）率先进入现代文明并号称天性是追求自由

的白种人之间的相互残杀以及他们对有色人种的残酷奴役使传统政治学昭示的理想成为一种讽刺。像这样

因价值预设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现实相背离而失去了学理上的合法性，乃是传统政治学最深刻的危机所在。 

    于是，政治学革命的时代终于到来，它有一个专有名词：行为主义革命。 

        3.行为主义革命的诉求及贡献 

    正如传统政治学的危机最初是由科学主义引起的那样，行为主义革命首先也是科学主义在社会科学领

域滥觞的结果。科学主义的首要原则是，在分析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某种理论或假说必须能够用

普遍适用的方法加以检验或证实。根据这一原则，政治行为主义把政治研究的旨趣定位于经验命题，而不

是规范命题。经验命题是以经验世界的证据为基础的，因而是可以验证的，即可以判断一个经验陈述是真

是假；而规范命题陈述的是价值判断、个人偏好，是无法验证的。简言之，“科学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和不

科学的传统主义政治学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主张“价值中立”，后者守持价值至上。因此，政治行为主

义认为，在批判传统政治学基础上形成的新的理论应是分析的，而不是本体的，是解释的，而不是伦理

的，为了确保政治分析和结论的客观与精确——这既是科学的要求，也是科学的标识，政治学即便不能完

全祛除价值，“也应该对价值持保留态度，或者至少不能把价值视作科学上需要下功夫研究的部分。”

（注：[德]克劳斯·冯·柏伊姆：《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8页） 



    从这种观点出发，政治行为主义把自己的研究的基本单位概括为“行为”，而不是制度。在政治行为

主义看来，尽管制度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本身不是政治学的真正要素，政治学者应该着重关注的

是政治机构的活动以及围绕它所发生的行为。即使有一天他们可能需要使用历史资料，或者研究政治体系

的法律方面，也不否认制度的重要性，但他们必须认识到，历史是由人的行为构成的，制定、遵守和违反

法律的是人，制度不过是行为模式的组合。（注：[美]艾伦·C.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浙江

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47页。）政治行为的研究是偏重于个体行为，还是团体行为，行为主义政治

学曾经形成所谓个体论和整体论两种观点。到后来，分歧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大部分学者既承认个体行

为模型的有效性，也重视团体理论把个人置于社会结构中加以考察的合理性。事实上，个体行为与团体行

为的争议已被作为微观层次（个体）和宏观层次（团体）相结合的统一的政治分析模型所替代。 

    政治行为主义对政治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谨性的追求表现在研究方式上主要是定量分析，而不是定性分

析。由此发展出许多搜集事实资料的形式，如参与观察、模拟实验、晤面访谈、电话访谈、邮寄问卷、抽

样问答等等，也采用了许多处理事实资料的手段，如内容和群组分析、量图和因素分析、心理测定和精神

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相关性分析和计算机分析等等。这些方法中，最让政治学者为跻身于“科学殿堂”

而聊以自慰的无疑是量化的方法。对于政治学来说，没有什么能比量化方法更能考验它向传统告别的决

心，也没有什么能比量化方法更能表明它改造自身体系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人的政治行为的最大特点是不

确定性、随机性和权变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永远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描述和预测“政治

的自由落体运动”，但政治学又必须大体上能够正确地描述和预测政治的变迁和走向，作为数学分支的统

计学正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政治学科学化的这一欲求。运用数字和量化处理成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显著特

征。 

    既然承认政治是经验的，行为的，可以量化处理的，那么合乎逻辑地也就必然承认政治是动态的，而

不是静态的。从这里政治行为主义得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政治是一个过程。政治是一个过程，意味

着政治的实际产品并不是简单地由政治体系规定好的流水线程序生产出来的，在政治体系的正式运转的背

后或外部，游离于形式—法律制度规范的政治过程往往更能显示一个政治体系的实质。因此，行为主义政

治学感兴趣的不是描述解释政治的形式，而是政治的实际运用。“政治过程”——这一极具革命性的观念

“导致了政治学研究课题的大规模转移：传统政治学热衷于研究政治制度、宪法、主权、司法机构、国

家、制衡等课题；有了政治过程观念的政治学注重研究政治参与、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沟通、民

意、利益、政党活动、投票行为、利益集团、政策制定、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人格、大众传播、冲

突、革命等等。一种新的观念往往会带来惊人的学术生产力。”（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

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3页） 

    政治行为主义从发轫、发展到占主导地位大概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它面世之初，美国学界不少人还

认为它是一种偏激的理论，它的确也有些问题。例如，强调政治研究中的“价值中立”导致对某些问题的

解释苍白无力，包括前期力主祛除价值的伊斯顿后来也承认，政治研究中实际上无法回避价值，要了解事

实总得要借用语言这一概念工具，而概念总是对现实某些特征的有选择的抽象因而必包含个人的价值观念

和成见，它们构成一道认识的屏障，过滤着进入人脑的一切感觉和印象，使人们只能发现符合自己理念的

事实。行为主义这一偏颇为后行为主义的兴起埋下了伏线。再如，对数量化手段的情有独钟，一方面反映

了新时代政治学变革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也使它最初大多局限于某些特定的部门如投票选举研究（因为

这些部门比较适合量化处理），而在其他部门则受到研究对象非科学性质（毕竟政治世界不是物理世界）

的限制，以致很难把科学方法作普遍的推广。（注：参见Heinz Eulau ：《政治学中最易运用行为研究之

部门》，见James C. Charlesworth ：《当代政治分析》，正中书局，1981年，第45页）因此，政治学在

从伦理学、哲学、历史学等传统学科的阴影下挣脱出来，开始廓清自己的学科边界的同时，仍然有一个继

续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已有丰硕成果的新兴学科中借用概念和框架来丰满自己的任务，

而这恰恰只有凭恃行为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才能完成。正如伊斯顿所说，“美国政治学正在发生一场新的

革命。……它的战斗口号是切中要害和行动起来，它的批评对象是学科、专业和大学。”（注：转引自

[美]罗纳德·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5页）到本世纪50年

代，在行为主义的潮流下，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设立了政治科学系，培养了大批的以政治行为为研究方

向的学生，行为主义的著作、论文和其他研究课题广被引用，尤其随着大批主张和实践行为主义的政治学

者逐渐占据美国学界的支配地位，政治行为主义终于遍及政治研究各个领域。（注：参见[美]格林斯坦、



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一章） 

    行为主义革命的意义是深远的，从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的角度看，行为主义革命有两个最大贡献，一

个是实现政治研究的跨学科整合，这不是简单地回复到过去科际混融的传统形态。戴维·特鲁曼在1951年

发表的论文《政治行为研究中的各种要素》中提出：政治作为特殊形式的人类行为，不能独立于普遍的社

会行为之外，政治行为分析要求把和政治相关的社会关系的其他方面纳入自己的范畴，要求政治观察的视

野必须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与其他邻近的学科建立广泛密切的联系。（注：[美]詹姆斯·A.古尔

德、文森特·V.瑟斯比：《现代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54—156页。）这种与其他学科相

互交换研究方法，以及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观点、资料和研究成果作为其解释论证基础的特点，给一些

研究主题、研究项目和研究部门注入新的生机。第二个贡献是构建众多的理论分析模式，如角色理论、团

体理论、精英理论、政治博弈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分析模式都试图为人们提供一种对政治现象更为精确、

更为广泛的描述，同时也试图解释和预测政治的性质和发展。不难看出，它们代表了一种在政治研究中建

立“通则”的努力。按照伊斯顿的观点，在政治行为主义开发的上述诸理论分析模式中，最符合“一般理

论”要素的因而具有通则性质的无疑是政治系统分析理论。政治系统分析理论的提出，在微观上深化了人

们对政治行为与环境互动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在宏观上为跨国比较研究提供了通览全局的方法和高

屋建瓴的视角。 

        4.比较政治学的兴起 

    跨学科研究和奠基于此的理论创新直接导致了比较政治学的兴起。 

    需要指出，比较方法并不是一个新的方法，远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它就已经广泛地应用于

当时的政治研究中；同样，比较政治也不是一个新的领域，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探

讨权力的获取、运用和维持，霍布斯的《利维坦》由个案分析到普遍假设而提出的政治行为的普遍法则，

在政治学说史上都被视为比较政治研究的范例。但是，总体而言，由于受传统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影响，比

较政治研究基本上是一种比较政府研究（Comparative Government），重点在政府的正式法律结构方面。 

正如比较政治学者威尔德（Howard J.Wiarda）所说，“比较领域的政治学者主要研究他们所关心的若干

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他们关注政府系统是如何运行的：上院和下院的权力；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地方政

府；司法审判；选举法，如此等等。……但是很少人会留意诸如公众舆论、利益集团活动、变迁过程、决

策、政治行为、或公共政策这类动态政治问题。 ”（注： Howard  J. Wiarda,Introduction to Compa

rative Politics,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3,P.40.）此外， 比较政治研究感兴趣的地域

集中在欧洲和北美，一般又多限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这些所谓“世界最重要的国家”。这些

情况是流行于西方学术界的“欧洲中心论”造成的。第三，比较方法虽然历史久远，但主要是一种静态描

述，即对各国制度结构的排列对比，这种对比所涉及的也不过是制度的一个断面或一个部分，并不能解释

制度异同及变迁的原因。总之，在传统政治学的框架下，比较研究实际上只是一种“比较政府学”（注：

罗纳德·H.奇尔科特说：“这些名称所以产生混乱，是因为对政府的研究往往指的是研究外国政府，而比

较政治学则用于对一切形式的政治活动——政府的和非政府的——探讨比较研究。因此，比较政治学的专

家们往往把比较政治学视为对一切政治事物的研究。任何较小的比较政治学概念将会模糊这个领域研究内

容的标准。”见罗纳德·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页）。 

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学则是行为主义革命以后才出现的。 

    政治行为主义把政治现象当作自然现象加以研究以及重视经验、讲究验证的学术风格深刻地影响了比

较政治学的研究偏好，使它对政治的比较分析采取更为现实的，更少拘泥于形式和制度的研究方法，在描

述和解释方面更为严谨和精确。劳伦斯·梅尔（Lawrence Mayer）说，在行为主义革命以前，比较政治领

域所涉的许多背景变量的影响本来一直是一些难以解释的东西，在这以后，比较政治学则成为一个可以利

用比较方法来构建可验证的解释理论的学科，“比较政治学方法论上的这一革命和转型使对复杂的社会政

治事件的解释获得了可行性，这正是新比较政治学的前提。 ”（注： Lawrence  C. Mayer,  Rede

fining Comparative Politics,SagePublications,Inc.,1989,P. 25）换句话说，经过行为主义革命的改

造，科学主义的精神也渗入比较政治这个古老的领地，以致于“比较方法已经有些狂妄地把自己比作物理

学或生物学的科学方法。”威尔德如是说：“如同自然科学那样，比较政治学也有它自己的‘实验室’：

世界政治系统。由于这种想象中的实验室，比较政治学有时候显得凡事涉这些系统均可进行科学实

验。……在比较政治学中，如同在实验科学中一样，我们使用假设、测量和‘证据’。这就是人们为什么



会忍不住要把比较政治学等同于自然科学。 ”（注：Howard J. Wiarda,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

ive   Politics,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3,P.17） 

    当然，包括威尔德在内的一些比较政治学者并不像初期激进行为主义者那样简单地把比较政治学视为

严格的自然科学。威尔德说过，在社会科学中，我们不能毫无困难地孤立使用上述那些变量，也不能像在

科学实验室里重复验证并能得到同样的结果。它可以使用实验的方法，也可以使用其他有助于贯彻其数据

收集、逻辑论证和解释之特殊规则的阐释性的方法。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比较政治学的方法通常更多的是

一种“理论方法”，即不仅是“发现的程序”，而且是“分析的模式”。显然，这直接受惠于行为主义革

命带来的跨学科研究。里格斯在回顾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时对这一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当代比较政

治学的主流与过去的比较政府研究传统虽有渊源关系，但也是对该传统的反抗，比较政治学认为在某些地

区，正式的结构不是决定性的。政府根本上仅仅是其基础动态或“政治文化”的反映，政府制度只有在文

化与历史的整体关系中才能理解。比较政治学因而容纳了范围广大的环境因素的研究，这使它与当代把建

立“区域研究”作为了解世界上某些特定地理区域的跨学科研究的运动相汇合。区域研究与比较政府传统

的区别在于前者对相关学科的依赖较重，尤其是社会人类学，还有人文地理学、民俗学、区位学和近代史

等等。（注：Howard J. Wiarda,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3,P.385—387） 

    相关学科和各种理论分析模式的引入极大地丰富了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形态，这正是行为主义革命给比

较政治学带来的最有意义的变化。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生态学等学科以及它们和政治学交

融形成的一些边缘学科陆续走进比较政治学，构成比较政治研究的新概念。 

    与此同时，非西方政治研究课题开始大量问世，为比较政治学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它直接推动了

“区域研究”学术活动的深入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起，大批美国年轻学者纷纷跑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

洲，对当地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做系统的考察，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使比较政治研究

的重点从原先狭窄的欧美转移到辽阔的第三世界。比较政治学的这种研究趣味的转变有它的现实缘由：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和结束意味着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终于打通了东西方的地域藩篱，作为比较政治研究重

镇的美国，它在战后确立的霸主地位和特殊利益要求对世界各地不同文化、历史、宗教、政治、经济的国

家有所了解，以便更有效地推行其内外政策。现在，比较政治学研究视野不再像传统政治学那样局限于政

府组织、制度结构和特定的地域范围内，而是扩展到世界所有的政治系统（all the world's political 

systems ）以及系统的各个方面。在这种背景下，对比较政治研究充满激情的政治学者终于开发出一个新

的极富创意性的理论领域：政治发展。从此，政治发展理论风靡一时，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臻于全盛。 

        5.结论 

    亨廷顿说：“60年代初，源于区域研究和源于行为革命的两股潮流汇合在一起，结果是有意识地把注

意力集中到政治发展的问题上。从那些成了政治发展专家的政治学家的事业中，往往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

一汇合的痕迹。他们开始时常常是作为发展中地区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专家，撰写有关它们的学术论文，然

后就‘它们的’国家政治的某一方面写第一本书，继而对整个政治发展作更为广泛、更带有比较性质的研

究，运用从行为革命吸取的概念和方法，而且相当自然，常常还试图把他们在首次研究一个国家时所发现

的关系概括进多少与大多数国家有关的关系中去。”（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

选》（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9页）这大体是不错的。但是， 从理论演变的线索看，区域研

究不过是行为主义革命的副产品。正是由于行为革命促使比较政治学家从心理学、社会学那里吸收的诸如

结构、功能、输入、输出、反馈和体系这样一些概念，分析和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即区域研究）

才有了可资运用的系统的框架，从而带动了区域研究的兴起。行为主义革命要求结论精确，分析定量，随

着统计技术的改进，各种社会、人口、经济和政治数据资料的累积，更为复杂的数学分析手段的完善，处

理种类繁多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就有了可能。所以亨廷顿注意到的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逝》里研究政治发

展时第一次充分利用调查的潜力，多伊奇在《社会动员和政治发展》中引人注目地使用多国总体数据的方

式，都是行为主义革命的结果。 

    总而言之，政治发展理论是行为主义革命的产物。行为主义革命为政治发展研究提供了富于启发性的

学理资源，包括方法、概念框架、实证资料、理论模式，更为政治发展研究提供了一种面向时代和科学的

新精神。政治发展理论出现后，由于理论本身自洽的需求，它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行为主义的偏

颇，从而为回到规范研究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正如里格斯所说：“由于政治发展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关键性



的理论问题，它有产生数个副产品的希望。很可能它为上述比较政治的计量—行为研究法与区域研究法提

供桥梁。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提出了若干关键性的理论课题，它也可能使讨论价值的政治哲学及实证

政治理论与政治学所关切的中心课题发生更密切的关系，因为政治发展的研究以刻不容缓的方式再度提出

了若干曾困惑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至本特利与拉斯威尔等政治思想家的永恒性课题。”（注：Fred 

W.Riggs,:《政治发展理论》，James C.Charlesworth：《当代政治分析》，正中书局，1981年，第3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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